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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聚落到郷里
――敦煌等地胡人集團的社會變遷∗

榮新江

一、有關粟特聚落與聚落首領薩保的已有研究成果

　粟特人，在中國史籍中又被稱爲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粟特胡等等。粟特
人的本土位於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獻所說的
粟特地區（	
�����），在大大小小的綠洲上，分 著一個個大小不同的城邦國家，
有康、安、石、史、曹、米、何等國，不同時期，或有分合，有時不止九個國家�。
　在公元 �至 �世紀，也就是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漢、唐兩朝之間，由於商業利益

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
大批東行，經商貿易。他們的東來，往往是以商隊（�������）的形式，由商隊首領
（��������������）率領，結夥而行，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
保�。
　粟特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一些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點留居下來，建立自己的殖

民聚落，一部分人留下來，另一部分人繼續東行，去開拓新的經商地點，建立新的聚
落。久而久之，這些粟特聚落由少到多，由弱變強，少的幾十人，多者多達數百人。
在中原農耕地區，被稱爲“聚落”；在草原遊牧地區，則形成自己的“部落”。因爲粟
特商隊在行進中也吸納許多其他的中亞民族，如吐火羅人、西域（塔克拉瑪干周邊
綠洲王國）人、突厥人加入其中，因此不論是粟特商隊還是粟特聚落中，都有多少不

∗本文是在提交 ����年 �月 ��日在京都大學舉行的“多民族的敦煌”研討會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
�關於粟特王國的古地今名，參考張廣達爲《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年）所寫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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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粟特系統之外的西方或北方的部眾，所以，我們把粟特聚落有時也稱爲胡人聚
落，可能更符合一些聚落實際的種族構成。
　從十六國到北朝時期，這樣的胡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

高原等地區都有存在，散 十分廣泛。通過學者們歷年來對粟特文古信札（�������

��	�
�� �
��
�）、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粟特文文書、中原各地出土的漢文墓誌
材料，我們已經可以比較清晰地勾勒出一條粟特人東行所走的絲綢之路，這條道路
從粟特本土出發，經怛邏斯、碎葉、弓月到北庭，或是沿西域北道的據史德（今新
疆巴楚東）、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伊州（哈密），或是從勃律、渴盤
陀，沿西域南道的于 （和田）、且末、石城鎮（ 善），進入河西走廊，經敦煌、酒
泉、張掖、武威，再東南經天水、原州（固原），入長安（西安）、同州、洛陽，或東
北向靈州（靈武西南）、夏州（統萬城）、并州（太原）、雲州（大同東）乃至幽州（北
京）、營州（朝陽），或者從洛陽經衛州（汲縣）、相州（安陽）、魏州（大名北）、邢
州（邢臺）、定州（定縣）、幽州（北京）可以到營州，另外，還有經西平（ 州，今
西寧）南下吐蕃之路，還有從并州南下介州的南北道路。在這些道路上的各個主要
城鎮，幾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跡，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
　就這樣，粟特人在絲綢之路沿綫的一些城鎮周圍建立殖民聚落，形成一個個以

薩保爲首領的自治共同體，居民以胡人爲主體，主要經營商業， 教信仰成爲聚落
的凝聚力。這些聚落之間相互關聯，形成一個貫通東西的貿易網絡。
　這種有組織的粟特商隊（	�������
��
）的首領，粟特文叫做 �������，漢文音

譯作“薩保”、“薩甫”、“薩簿”、“薩寶”等，就是“商隊首領”的意思。薩保的粟特
文原語，是吉田豊教授從寫於公元 �世紀初葉的粟特文古信札中找到的�，最近，這
一比定得到了新發現的史君墓粟特文和漢文雙語對照書寫的銘文的確證�。結合漢文
文獻中大量的有關薩保的記載，我們知道薩保不僅是粟特商隊行進中的領袖，而且
也是粟特人建立的聚落統治者，由於大多數早期東來的粟特人信奉的是粟特傳統的
瑣羅亞斯德教（中國稱之爲 教、拜火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 祠，薩保也就成
爲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領。
　粟特聚落原本是粟特商團或移民建立的殖民地，和所在地的官府沒有統屬關係。

但是，從北魏到隋、唐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爲了控制這些胡人聚落，極力把首領薩保

�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馬大正等編《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年，�������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年，���	�頁；兩文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

�年，�����、�����


頁；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考》，《西域研究》�

�年第 �期，����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
徙及其聚落補考》，《歐亞研究》第 �輯，北京：中華書局，�

�年，������	頁。

�吉田豊《ソグド語雜録（��）》，《オリエント》第 ��卷第 �號，��	�年，��	����頁。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楊軍凱、孫武執筆）《西安北周涼州薩保史君墓發掘簡報》附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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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當中，把薩保任命爲中央和地方的一級職官，並設立薩保
府。於是我們在史籍和墓誌中看到，一些胡人首領成爲京師薩保、諸州薩保，在薩
保府的下面，有薩保府長史、司馬、果毅、 正、 祝、府率、府史等官吏，管理聚
落行政和宗教事務。唐朝時期，我們看到有些薩保府立於 祠之中，表明胡人聚落
仍保持著其中亞本國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央政府還派出檢校薩保府的官員，來控制
胡人聚落，如虞弘在北周末年，就曾檢校并、代、介三州薩保府�。
　從史籍和墓誌所輯録的材料來看，大概從北魏時開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陽

設京師薩保，而在有粟特聚落的地方設州一級的薩保，我們見到有雍州、涼州、甘
州等地薩保的稱號。以後西魏北周、東魏北齊都繼承了這一制度。北齊有京邑薩甫、
諸州薩甫。另外，史料中還見有北齊并州薩甫、定州薩甫以及薩甫下叫“司録”的一
種職官。北周也有京師薩保，墓誌材料還有涼州、酒泉、同州、并州、代州、介州等
州一級的薩保，如新發現的史君墓主人是涼州薩保，安伽是同州薩保。從名稱來看，
隋代繼承了北周的制度，有雍州（京師）薩保和諸州薩保。
　我們在史料中常見到的稱呼粟特聚落統治者的詞，是“首領”或“大首領”，如敦

煌寫本 �����《沙州伊州地志》云：“石城鎮，本漢樓蘭國。隋置 善鎮，隋亂，其城
遂廢。貞觀中（������	），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
亦曰典合城。”� 又同卷伊州條記：“隋大業六年（�
�）於城東買地置伊吾郡。隋末，
復沒於胡。貞觀四年（���），首領石萬年率七城來降。我唐始置伊州。”� 又，《唐故
陸胡州大首領安君（菩）墓誌》記：“其先安國大首領，破匈奴衙帳，百姓歸□□國。
首領同京官五品，封定遠將軍，首領如故。”� 可見，粟特“薩保”的意譯是“首領”，
“摩訶薩寶”或“摩訶大薩寶”的意譯也就是“大首領”。

二、近年研究的新進展：從聚落到郷團、軍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力圖控制粟特聚落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利用粟特聚落的武
裝力量。因此我們看到，自北朝末到唐朝初年，一些擔任粟特聚落首領薩保的頭銜
上，開始加上了一些府兵將領稱號，如“都督”、“帥都督”、“大都督”、“儀同”、“開
府”等，率所屬郷兵、郷團隨軍作戰，或駐守某地。這類“郷兵”或“郷團”本是地
方豪強招集郷里居民建立的地方私人武裝，北周中央政府通過這種方式，逐漸將郷
兵納入到府兵體制之下��。北朝其他政權和隋、唐政府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把粟特地

�張慶捷《虞弘墓誌考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年，�������頁。
�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年，��頁。
�唐耕耦等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年，
����頁。
�《全唐文補遺》第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年，������
頁。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谷霽光史學文集》第 �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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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武裝變成自己的軍事力量，關於這一點，山下將司氏和蘇航氏以不同的方式做過
論證，可以參看��。以下舉幾個例子��：
　北周都城長安（今西安）東郊出土的《安伽墓誌》（大象元年����年撰）記載，

誌主先“除同州薩保”，其後又“除大都督，董茲戎政，肅是軍容，志効雞鳴，身期
馬革”��。可知，安伽任關內道同州的薩保，管理粟特聚落；隨後又任大都督，管理
軍政。聯繫北周時期的郷團政策，他以大都督身份所率領的軍隊，很有可能就是粟
特聚落中的郷團。
　陜西最北部的統萬城出土的《夏州天主儀同翟曹明墓誌》（北周大成元年����年

撰），記誌主乃“西國人也”，“祖宗忠烈，令譽家邦。受命來朝，遂居恒夏。君幼懷
嶷，長有才雄。咢咢當官，恂恂郷邑。傷魏臷之衰泯，慨臣下之僭淩（凌）。慕義
從軍，誅除亂廷巨猾。摧峰六軍，振振 賞。”�� 也就是說，他原本在郷邑當官，任
職“天主”��，則其必爲當地粟特聚落領袖；在北魏滅亡之際，加入北魏軍隊，任“儀
同”職，即爲國家所授之郷團統帥稱號。
　山西太原市出土的《虞弘墓誌》（開皇十二年����年撰），記載則更明顯：他在北

周滅北齊後，“詔充可比大使，兼領郷團。大象末，左丞相府，遷領并、代、介三州
郷團，檢校薩保府。”��“檢校薩保府”說明他監領粟特聚落，而同時又領郷團，恐怕
這些郷團與粟特聚落不會完全沒有關係，三州郷團中應該也有粟特人的郷團組織��。
　唐高宗時許敬宗等所編《文館詞林》卷四五五，現存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抄本，乃

天下孤本，其中有闕題碑文一篇，山下將司氏確認其爲《安修仁碑》��。該碑記碑主
��山下將司《新出土史料より見た北朝末・唐初間ソグド人の存在形態――固原出土史氏墓誌を中

心に》，《唐代史研究》第 �號，����年 �月，�����頁；又《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團――天理圖
書館藏〈文館詞林〉〈安修仁墓誌銘〉殘卷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 ���輯，���	年 �月，�	���頁；
蘇航《北朝末期至隋末唐初粟特聚落郷團武裝論述》，《文史》���	年第 �輯，���	年 ��月，��
����
頁。

��這幾個例子出自蘇航上引文，有的是我提示給他的。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頁。
��此誌出土於統萬城，存陝西省靖邊縣文管所，筆者兩次往訪，據原石録文。
��我在 ����年 �月 �
��	日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單位舉辦的“粟特人在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

上，口頭提出這裏的“天主”應當是“ 主”，但因爲這個墓誌材料還沒有正式公 ，所以尚未加以
正式的論證。

��張慶捷《〈虞弘墓誌〉中的幾個問題》，《文物》����年第 �期，���頁。
��參見姜伯勤《隋檢校薩寶虞弘墓石槨畫像石圖像程式試探》，原載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

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年；此據《中國 教藝術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年，��
頁；張慶捷《虞弘墓誌考釋》，���頁；楊曉春《隋〈虞弘墓誌〉所見史事繫年考證》，《文物》
����年第 �期，�����頁。

��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年，��
����頁。我曾據陳明
的提示使用了這個材料，並考證碑主之父爲安元壽祖安羅，則碑主應爲安興貴、修仁兄弟中的一位，
見拙撰《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與 祠的社會功能》，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
海辭書出版社，���
年 �月，
��頁；又《薩保與薩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領問題的爭論與辨析》，
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 
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年 ��月，���頁表及注 �。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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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官爲：“隋開皇中，起家爲蜀王秀庫真，遷都督檢校儀同兵。及秀廢（���），又爲
大都督領本郷兵。”因爲安修仁一家爲涼州地區的世襲薩保，所以這裏所謂的“本郷
兵”，就更有可能是涼州粟特聚落的地方武裝。
　有關粟特聚落向郷團和軍府的轉變是近年來粟特研究的一個重要進步，但問題

並沒有全部解決。
　粟特聚落的武裝力量被逐漸轉移成地方武裝的郷團或者進入國家的府兵系統，這

無疑是粟特聚落向郷里轉變的一個方面。但是，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安伽墓誌的誌
蓋題“大周同州薩保安君之墓誌記”，誌文的題名作“大周大都督同州薩保安君墓誌
銘”，表明他去世的時候，雖然已經擁有“大都督”的頭銜，但仍然是薩保，也就是
說明他所掌控的粟特聚落並沒有解體爲郷里。翟曹明墓誌題“夏州天主儀同翟君墓
誌”，也是粟特官職“天主”和北周官職“儀同”並列。《元和姓纂》輯本“安姓”下
“姑臧涼州”條記：“後魏安難陀至孫盤婆羅，代居涼州，爲薩寶。生興貴……修仁。”
或許說明在安修仁之前，安家一直是涼州薩保，到安修仁則未提其任薩保之職，而
《安修仁碑》恰好說他是以“大都督領本郷兵”，似表明從薩保統屬的聚落變爲大都
督統領的郷里，可能就發生在隋仁壽二年（���）前後。

三、隋唐時期粟特聚落向郷里的轉變

　隋朝祚短，許多已經開始的做法因爲隋末的動亂而中止，粟特聚落在短時間內
又出現一種回潮現象，像涼州、原州、并州等地都有強大的粟特胡人武裝割據勢力，
據《龍潤墓誌》記載，唐朝創建後，并州仍有薩寶府的設置��。
　唐朝建立後，把處於正式州縣中的胡人聚落改作郷里，兩京地區城鎮中的胡人

不會再以聚落的形式存在，西州的崇化郷安樂里，敦煌的從化郷，大概都是由胡人
聚落改建的。但是，因爲中央和地方政府對一些地區的控制力度有強有弱，使得不
同地方從聚落到郷里的轉變進程也不是同步的，而且有的地方還有反復；邊境地區
如六胡州、營州柳城等地的胡人聚落，應當繼續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央政府對粟
特聚落的控制表現爲一個逐步的過程。因此，在某些地方薩保府制度並未終結，所
以《通典》卷四○《職官典》以及其他史料表明，直到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的職官
體系中仍有薩寶府職官的記録，如薩寶府 正、 祝、長史、果毅、薩寶府率、薩

山下將司氏據江戶時代日本學者尾崎雅嘉所纂《群書一覽別録》中所載《文館詞林》目録記卷四五五
有“右驍騎將軍安修仁碑銘一首 序”，判斷此碑文實即安修仁碑殘文，見所撰《隋・唐初の河西ソ
グド人軍團――天理圖書館藏〈文館詞林〉〈安修仁墓誌銘〉殘卷をめぐって》，�����頁。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山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年，�頁；《全唐文補遺》第 �輯，
西安：三秦出版社，����年，���頁。參看榮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薩寶府與粟特聚落》，《中古中國
與外來文明》，��	����頁。

��



寶府史等等��，最近公 的《天聖令》中所保存的唐開元二十五年令，也有“薩寶府
府、史”和“薩保府雜使”的記録��，這說明在大唐帝國的某些邊緣地帶，仍有薩寶
府的存在。
　對於不同地區粟特聚落向郷里的轉變，我們來考察一下幾個典型的例子：

�． 善地區

　　 善地區位於今羅布泊南的若羌地區，在唐朝初年屬於西域範圍。敦煌寫本
《沙州圖經》記載：

石城鎮，本漢樓蘭國。隋置 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
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
元二年（���）改爲石城鎮，隸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 善大城，遂爲小 善，今屯
城也。
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卌里。康豔典之居 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
爲弩之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鎮四里。康豔典所築，種蒲桃於此城中，因號蒲桃城。
薩 城，西北去石城鎮四百八十里。康豔典所築。其城近薩 澤。��

可見，這裏在貞觀年間（�������）是無人管轄的地區，被從康國東來的大首領康豔
典率眾佔領，因成聚落。到高宗上元二年（���），隨著唐朝在西域的擴張，把這一
胡人轄區改成唐朝的鎮級行政區劃，並直接隸屬於沙州。這其實是把胡人聚落改變
成唐朝的軍鎮，因爲這裏仍是西域地區，不知是否建立了郷里體制，但應當有相應
的行政組織。至於軍鎮的軍政長官――鎮將，唐朝仍然讓粟特首領來擔任。《沙州圖
經》還記載武周天授二年（���）的石城鎮將爲康拂耽延��，一般認爲他應當是康豔
典的後人。
　 善胡人聚落向軍鎮的轉變，是胡人聚落轉變的一個類型，時間在高宗上元二年。

��《通典》卷四○《內外官品・流外官》，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卷三十《雜令》

校録本，北京：中華書局，����年，���	���頁，唐 
條。
��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	��頁。
��同上，
�頁。

	




�．高昌地區

　從吐魯番安樂城出土的《金光明經》題記可知，���年時高昌城東立有供奉胡天
的 祠，它的存在，表明信奉 教的粟特人的存在，因爲從石城鎮、伊州、敦煌、涼
州等地的情形看， 祠往往立在粟特胡人聚落當中��。近年來巴達木郷發現的康氏家
族墓地，可以表明粟特人原本聚族而居的情況��。《麴氏高昌永平二年（���）十二月
卅日祀部班示爲知祀人上名及 罰事》記有“薩薄（簿）”（即薩保）��，是政府任命
的管理粟特胡人聚落的官員，所以證明高昌國時期胡人聚落的確實存在，並受到高
昌官府的控制，其首領也納入高昌國的職官體系。
　唐朝貞觀十四年（���）滅高昌，建立直轄的西州，實行與內地一樣的郷里城坊

體制，高昌國範圍內的胡人可能在重新建立郷里體制時就被編入郷里。然而，粟特
人在 ���年以後仍在持續不斷地進入高昌地區。據阿斯塔那 ��號墓出土的《唐神龍
三年（���）高昌縣崇化郷點籍樣》，該郷安樂里的住戶幾乎都是粟特胡人，而崇化
郷的其他里則多有漢姓戶口��。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安樂里的粟特人名直譯者較多，
年齡大多數在四十以上，而且非常集中，表明他們原本是生活在粟特聚落中的胡人，
在神龍三年前四十年之內的某個時間，被西州地方官府編入郷里。從 ���年上溯 ��

年，也沒有到貞觀十四年，這說明崇化郷安樂里的胡人從聚落向郷里的轉變，應當
是在唐滅高昌國、建立西州的二、三十年以後的事情。

�．敦煌地區

　從已經確定的粟特文古信札的內容來看，早在 �世紀初葉，敦煌就有了以粟特
商人爲主體的自治聚落，而且伴隨有 教祠舍��。
　由於敦煌藏經洞發現了大量的漢文文書，使我們今天對於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有

了較其他地方都詳盡的瞭解。池田溫先生《�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根
據《唐天寶十載（���）敦煌縣差科簿》所記從化郷人名的姓氏多爲粟特式胡名，判
斷出唐朝敦煌十三郷之一的從化郷，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礎上建立的，其位置恰好

��榮新江《吐魯番出土〈金光明經〉寫本題記與 教初傳高昌問題》，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 �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年 ��月，����頁＋圖版 �。
��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人》，《吐魯番學研究》����年第 �期，�����頁。
��《吐魯番出土文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
頁；《吐魯番出土文書》二，北京：文

物出版社，�	��年，�����頁。
��參看池田溫《神龍三年高昌縣崇化郷點籍樣について》，《中國古代の法と社會・栗原益男先生古

稀記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	��年，�������、�������頁；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
路》，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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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敦煌城東一里的 舍所在地，這裏又稱安城，爲粟特民眾精神信仰的中心。他
還推斷從化郷的居民應當是唐朝初年集團性移居此地的，聚落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
到隋代，最晚在 �世紀中葉。他詳細研究了從化郷居民的種族構成、家庭形態、公
務負擔、身份結構，以及他們與敦煌其他郷民眾相比在商業上的特性。�世紀中葉開
始，由於粟特地區的動盪、唐朝的內亂、吐蕃對河西的佔領，從化郷居民漸漸減少。
到 �世紀末吐蕃佔領敦煌後，最終消亡��。陳國燦先生以爲《唐長安三年（���）三
月敦煌縣録事董文徹牒》中尚無從化郷，而景龍元年（���）西突厥故將阿史那闕啜
忠節勒兵攻于 坎城，大概迫使播仙鎮和石城鎮的粟特人東遷敦煌，這可能是從化
郷的來歷��。
　我們知道，敦煌的從化郷是建立在 祠附近，這所 祠在武周時期（甚至上元

年間）成書的《沙州圖經》中就有記録，所以圍繞這個 祠的粟特聚落可能早就存
在。沙州敦煌縣從化郷的來歷，不必求之於外在的原因，而應當是敦煌本地粟特聚
落的演變結果。因此，池田溫先生推斷的隋朝或唐初成立從化郷的看法是可取的。
　敦煌文書 ����	 背《吐蕃戌年（�
�）六月沙州諸寺丁仕車牛役簿》第 
��行大

乘寺部分，有“安薩保：守囚五日，營田夫五日”的記録��。這是吐蕃時沒入佛教寺
院的粟特寺戶的派役條記，這裏的“薩保”，一種可能是取自“菩薩保佑”的意思；
另一種可能是來自“薩保”的本來意義，那在此它只是一個純粹的人名，而不是胡
人首領。值得指出的是，唐朝文獻把胡人聚落首領都寫作“薩寶”，這裏卻寫作“薩
保”，這也說明它不是唐朝時真正意義上的薩寶。

�．六胡州地區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内道新宥州条記：“調露元年（���），於靈州南界置魯、
麗、含、塞、依、契等六州，以處突厥降戶，時人謂之‘六胡州’。”��《新唐書》卷
三七《地理志一》宥州寧朔郡条記：“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
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爲刺史，謂之六胡州。所謂‘六胡州’。”多出
一句“以唐人爲刺史“的話，因此，有的學者認爲六胡州的性質不同於一般的羈縻
州，而與唐朝內地的一般州府相同��。我們的確看到有以漢人爲刺史的例子，如《張
仁楚墓誌》記：“聖曆元年（���），改授朝議大夫、依州刺史。”�� 但是，調露元年以

��池田溫《�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第 �號，����年，
�����頁。

��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郷里制的演變》，《敦煌研究》����年第 �期，	���
頁。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年，�		頁。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內道新宥州條，北京：中華書局，���	年，�
�頁。
��周偉洲《唐代的六胡州與“康待賓之亂”》，《民族研究》����年第 	期，�

��
�頁。
��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頁。拙文《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

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年；此據《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頁揭

�	



後仍然有以粟特胡人爲刺史的例子，如李至遠《唐維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記永隆二年
（���）安附國下葬時，其次子安思恭任魯州刺史��。因此，是否以唐人爲刺史，對於
六胡州來說並不重要，並不能以此來證明它們的性質。大概緣此之故，《元和志》並
沒有用這句話。
　通過前人的研究，六胡州的民眾以原本進入突厥汗國境內的粟特胡人爲主體的，

這一點應當沒有疑問。學者們大多數也承認，這些民眾主要是貞觀四年隨東突厥汗
國的破滅而降唐的胡部民眾。那麼他們在調露元年唐朝建立六胡州之前是什么樣的
形態 ？ 很可能還是以在漠北時期的部落爲單元，而來源則是粟特聚落集團。可以
肯定，當六胡州建立以后，這些州的行政體制已經按照唐朝的州縣郷里制度設置起
來，如 ����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西北約 ��公里處發現的《何府君墓誌》，稱其
“以久視元年（���）九月七日終於魯州如魯縣□□里私第，春秋八十有五”��。唐朝
顯然希望用州、縣、里的體制，來統轄六胡州的粟特居民。
　然而，我們從史料中看到的這裏的粟特民眾，卻是長期保持着以畜牧爲主的生

活方式。王義康氏從唐朝經常徵用六胡州的精兵出征作戰來說明六胡州的粟特人主
要從事畜牧業，因而保持著部落組織形式，帶有“柘羯”性質��。陳海濤氏認為這些
從東突厥南下的粟特人至少在 ���年之前仍然保存著原本的部落存在形式，所以保
持著很強的戰鬥力��。學者們也早就注意到六胡州粟特人是在唐朝監牧系統中從事畜
牧的民眾��。
　這種畜牧的生産方式，也促成胡人的聚居形態。因此，雖然唐朝爲這些粟特人

建立了州縣，但他們恐怕仍然以部落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而且名義上他們都屬於各
自不同的州，但六胡州這個總的稱呼一直保存著，如洛陽出土的《唐故陸胡州大首
領安君（菩）墓誌》表明，這方在景龍三年（���）十月廿六日合葬於洛陽龍門的安
菩及其夫人何氏的墓誌，仍稱早在麟德元年（���）十一月七日去世的安菩爲“六胡
州大首領”，似乎說明六胡州作爲一個集合名稱要比分別設立的魯、麗等六個州名響
亮得多，對於胡人也更有聚合感。
　雖然六胡州的大首領如安菩進入了唐朝中央政府，但這裏仍然保留了聚居胡人

出這條史料，可惜此前討論六胡州者多未見到。
��《全唐文》卷四三五，北京：中華書局，����年，����頁上欄。
��《文物》����年第 �期，��頁。
��王義康《六胡州的變遷與六州的種族》，《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年第 �輯，�������頁。
��陳海濤《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質及始末》，《內蒙古社會科學》	

	年第 �期，�
���頁。
��參看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學學報》����年第 	期；此據作者《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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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大實力，到開元九年四月至八月，六胡州康待賓、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
鐵頭等率眾反叛唐朝。這些起事首領多帶有突厥的葉護官銜和唐朝的大將軍、將軍
等武散銜，但從姓氏來看，無疑都是九姓胡人。他們攻佔六胡州，有部眾七萬人。不
久，這場起義被唐朔方大總管王晙、隴右節度使郭知運、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王毛
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等鎮壓下去。同年八月到翌年九月，蘭池州的胡人康願子
又起兵反叛，自稱可汗。張說發兵再次平定。唐廷決定移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
口於（水災以後的江淮地區的）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
之地”��。然而，被移徙的粟特胡人懷戀本土，漸次逃回。開元十八年，唐朝復爲置
匡、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唐朝爲遷回胡戶置宥州及延恩、懷德、歸仁三縣��。
　六胡州的民眾沒有改變其原本在突厥部落中的畜牧、鬥戰的習性，因此雖然在

行政體制上已經被編入郷里組織，但六胡州作爲胡人聚居的地方，仍然保持著許多
粟特聚落特徵，民眾沒有地著，也沒有被打散，所以這裏可以說沒有完成從聚落到
郷里的轉化過程。在安祿山在河北的勢力壯大後，一些六胡州的民眾進入河北地區，
成爲安祿山隊伍中的重要成員。中晚唐時期，隨著沙陀的興起，六胡州民族又大量
東遷到河東地區，成爲晚唐強大的沙陀三部的主要組成部分��。

�．營州柳城

　關於營州柳城的胡人聚落，沒有直接的史料，但我們可以從安祿山的事迹中推
斷出來的。
　中唐人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卷上記：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爲突厥巫。無子，
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群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
熾，落其穹廬。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爲神，遂命名“軋犖山”焉。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并波注男思順、文貞，俱逃
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之。祿山年十餘歲，貞節與其兄
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爲兄弟。乃冒姓安氏，名“祿山”焉。
長而奸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爲諸蕃互市牙郎。��

��《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年，���頁；《資治通鑑》卷二二玄宗開元
十年八月，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小野川秀美《河曲六州胡の沿革》，《東亞人文學報》第 �卷第 �號，����年，�	
����頁；森部豊

《唐末五代の代北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東洋史研究》第 ��卷第 �號，�		�年，�����頁。
��《安祿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
年，�頁。按上海古籍標點本、����� ��� �����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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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從小就進入安延偃的族落當中，也即漠北突厥汗國中獨立的“胡部”��；其名
字“軋犖山”或“祿山”（粟特語 ������音譯）是地道的粟特人名；他通曉多種語言；
善於經商或管理商業市場；又擅長粟特人的舞蹈，“作胡旋舞，其疾如風”��。
　《安祿山事迹》卷下原注云：

史思明，營州雜種胡也。本名“窣干”，玄宗改爲“思明”。痩小，少髭
鬚，深目鳶肩，性剛急。與祿山同郷，生較祿山先一日。思明歲夜生，祿
山歲日生。及長，相親，俱以騎勇聞。解六蕃語，同爲牙郎��。

安史之亂的另一主角史思明，也是營州雜種胡。所謂“同郷”，實即同出一個部落的
意思。史思明的本名“窣干”，應當和軋犖山一樣，是粟特語的音譯，其意或許就是
玄宗改名的“思明”��。史思明從出生到成長都和安祿山有共同之處，“解六蕃語，同
爲牙郎”，說明他也是個地道的粟特人。
　開元初（��	年以後），安祿山等人輾轉來到柳城。天寶元年（�
�），康阿義又

率部落民眾大批到達。可以說，開元、天寶年間，柳城地區形成一個相當規模的粟
特胡人聚集區，其時唐朝對這裏的控制力不強，因此他們很多應當就生活在粟特聚
落當中。高適《營州歌》吟詠的大概就是當時的情形：“營州少年滿原野，狐裘蒙茸
獵城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因爲當地游離在唐朝和東北民族政
權之間，所以其聚落保存的時間較長，因而形成了以安祿山爲首的胡人集團。
　《安祿山事迹》卷上又記安祿山任幽州節度使後：“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

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
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 我曾指出
這裏記載的實際上是安祿山和部下在幽州祭祀 神的場景。由此反推，同類的祭祀
活動應當也發生在柳城胡人聚落當中。
　從安祿山的事迹來看，營州柳城胡人聚落的變遷，恐怕要等到安祿山等人進入

唐朝軍事系統以後，可惜我們沒有進一步的史料來考察當地胡人聚落的變遷情形。
　本文在前人研究粟特商隊、粟特聚落，以及粟特聚落首領薩保的成果基礎上，對

薩保或其他粟特聚落首領向地方郷團、府兵領袖過渡的情形做了補充。然後舉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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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敦煌、六胡州、營州柳城等地粟特胡人聚落向郷里變遷的不同情況，強調粟特
聚落的轉化，並不是唐朝初年短時間裏完成的，在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時間，轉
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安史之亂以後，在唐中央政府控制範圍之內的胡人聚落，早已變成唐朝各級官

府直轄的郷里，薩保已經名存實亡，居民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婚姻形態從胡人與胡人
通婚向胡漢結合爲主過渡， 教信仰逐漸世俗化，一些胡人甚至皈依了漢地傳統的
佛教、道教。但同時，也有大批粟特胡人東遷河北三鎮，尋求自己新的安身之地，繼
續保持一些舊有的聚落形態��。五代時期，一些生長在沙陀部中的粟特後裔重新登上
歷史的舞臺，甚至坐上皇帝的寶座。但進入宋朝以後，胡人最終融入中國社會。米
芾，從姓氏來看是明顯的粟特胡人後裔，但已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

��參看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紀宗安、湯開建主編《 南史學》第 �輯，廣州：
南大學出版社，����年 ��月（����年 �月出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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